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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帝文化精神的历史脉络

黄帝是中华民族血脉之根，黄帝文化精神是
中华儿女精神之“魂”。黄帝文化作为中华文明
的核心基因之一，其历史脉络可追溯至远古传说
时期，跨越数千年，经历了从神话建构到文明符
号、从政治象征到民族认同的动态演变，并在中
华文明的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其核心内涵始终
贯穿于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

远古时期，黄帝事迹主要通过口传历史与神
话流传。据《史记》等文献记载，黄帝通过战争整
合部落，发明文字、音律、医药等，奠定了中华文
明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夏商周时期，黄帝被尊为
祖先神，其形象逐渐与“天”“道”等概念结合，成
为“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逸周书·尝麦解》记
载黄帝平定蚩尤，确立“以德配天”的政治合法性
叙事。《山海经》将黄帝置于昆仑神系中心，与西
王母、应龙等构成神话网络。祭祀黄帝的仪式也
开始成为凝聚部族认同的重要活动。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文化精神得到继
承和发展。黄帝被视为“无为而治”的典范。《礼
记》中记载，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强调礼制
起源。《黄帝四经》（马王堆帛书）提出“道生法”的
思想，构建“黄老之学”，《孙子兵法》借黄帝伐蚩
尤阐释“全胜”理念，形成“以战止战”的战争伦
理。《黄帝内经》体现了“法天则地”的哲学思想，
黄帝的德治、仁政以及“法治”思想作为治国理论
的依据。汉武帝时期，黄帝被纳入“五德终始
说”，成为汉朝合法性的象征。司马迁《史记》以
《五帝本纪》开篇，确立黄帝为中华文明的正统源
头，其精神被提炼为“修德振兵”“抚万民”。隋唐
时期，黄帝“和谐共生”思想与佛教“众生平等”理
念相互交融，黄帝文化成为多民族王朝的文化整
合纽带。唐高宗追封黄帝为“昊天上帝”，纳入国
家祭祀体系，黄帝祭祀成为国家大典。宋时，程
朱理学将黄帝的“天人合一”与儒家伦理结合，形
成新的哲学体系。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将黄帝
定位为“道统”开端，强调“继天立极”的圣人形
象。《三才图会》以黄帝为中心绘制“帝王世系
图”，强化血缘—文化的双重认同。同时，将祭拜
黄帝进一步规范礼仪，强化其“民族共祖”地位。
明清时期，黄帝文化被赋予“华夷之辨”的政治内
涵，成为汉族士大夫反抗外族统治的精神旗帜和
抵御外侮的象征：清末民初，孙中山等革命先驱
以“黄帝子孙”为号召，促使“中华儿女”从血统论
转向文明共同体，凝聚民族意识，推动辛亥革
命。新中国成立至今，黄帝文化精神就成为中华
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黄帝拜祖大典被列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清明举办全球华人公祭
黄帝活动，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纽
带。黄帝文化精神（如创新、团结、和谐）被纳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于阐释文化自信与民族
复兴，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理论源泉。黄帝文化还通过“一带一
路”倡议走向世界，其“和谐共生”理念为“全球人
类命运共同体”及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

黄帝文化精神的历史脉络是中华民族精神
发展的缩影。虽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了不
同的内涵与特征，但黄帝文化始终以开放包容的
姿态吸纳时代精神，既保持了“根”的延续性，又
展现了“魂”的创新性。贯穿其中的核心：对自然
的敬畏、对社会秩序的追求、对人文关怀的强调
以及对民族精神的传承。“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厚德载物的仁德精神、以
人为本的求实精神、天下为公的利民精神、中和
大同的太和精神”的黄帝文化精神内涵，既承载

“我们从何而来”的集体记忆，更指向“我们向何
处去”的未来路径。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密
码，更是中华民族应对挑战、实现伟大复兴的精
神动力。

二、杜甫诗史中的黄帝文化书写

由于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人文共
祖”，黄帝文化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从《诗
经》《楚辞》中所承载的礼乐传统与神话思维为
后世构建黄帝形象提供文化土壤开始，吟咏黄
帝及其文化精神自然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经
久不衰的命题。曹植的《黄帝赞》：“少典之子，
神明圣哲。土德承火，赤帝是灭。服牛乘马，衣
裳是制。氏云名官，功盖五列。”以四言形式赞
颂黄帝的德行与功绩，强调其文明开创者的地
位。牵秀的《黄帝颂》：“邈矣皇轩，应天载灵。
通幽远览，观象设形。诞敷厥训，彝伦攸斁。”诗
中突出黄帝“天人合一”的治国理念，并描绘其
封禅泰山的壮举。挚虞的《黄帝赞》：“黄帝在
位，实号轩辕。车以行陆，舟以济川。弧矢之
利，弭难消患。垂衣而治，万民乂安。”着重表现
黄帝发明舟车、弓箭等功绩，以及“无为而治”的
治国智慧。尤其是在盛唐的诗歌星河中，李白
的《鼎原》：“黄帝铸鼎荆山涯，不炼黄金炼丹
砂。骑龙飞去大清象，云愁海思令人嗟。”以浪
漫笔触描绘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体现道教文
化对黄帝形象的演绎。这些歌颂黄帝的诗文都
对杜甫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当杜甫的指尖抚过矗立在黄河岸边的“黄帝
垂衣裳而天下治”铭文时，总能感受到掌纹与碑
文产生的奇妙共振。这个诞生于巩义市诗礼世
家的儒生，其精神基因里早埋藏着黄帝文化的密
码——高祖杜预注解《左传》的学术血脉，祖父杜
审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的文化自信，已共
同构筑了他理解黄帝文化的三维坐标系：家学渊
源提供历史纵深，盛唐气象赋予现实维度，而个
体命运则成为他联通古今的精神甬道。“七龄思
即壮，开口咏凤凰”的杜甫，年少时便立下“致君
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并自觉地担当
起“诗乃吾家事”的文化传承事业。

沿寻杜甫的人生轨迹，从他出生之地黄河岸
边的巩义笔架山下，到他的成长之地唐代东都，

再到人生巅峰的京师长安，以及演奏人生终章的
杜甫草堂，在他59年的生命里，从朝歌纵马的少
年时代到独抱济世的中年时代，再到怨懑寡言的
垂暮之年，遭逢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安史之乱，
杜甫一生的大半时间都辗转于黄河流域，似乎一
直挣扎在悲情、悲壮、悲烈的波涛中，其自身经历
和思想也与黄帝文化精神紧密相连。

杜甫以诗为剑，以史为镜，将黄帝文化中“厚
德载物”“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天下大同”等精
神内核熔铸于字句之间。他的诗篇不仅是个人
命运的悲歌，更是一部以血脉为经纬的文化史诗
——从《北征》中“煌煌太宗业”的文明溯源，到
《秋兴八首》里“每依北斗望京华”的精神守望，他
以沉郁顿挫的笔触，在安史之乱后的文化废墟
上，重构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腾。

杜甫在《北征》中以“轩辕黄帝初”的意象开
启家国叙事，在《秋兴八首》中“闻道长安似弈棋，
百年世事不胜悲”的书写，将王朝兴衰置于天地
大化的坐标系中，将安史之乱的现实苦难置于五
千年的文明谱系中，在黄帝“修德振兵 抚万民”
背景下，历史纵深感使个人创伤升华为民族集体
记忆的文学转译。

杜甫在《云居寺石刻》的拓本中发现了黄帝
战蚩尤的古老叙事，那些风雨剥蚀的篆文在他眼
中幻化成“车辚辚，马萧萧”的战争图景，这种跨
越千年的精神共鸣，在其《兵车行》中化作“君不
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沉痛书写。在《朝
献太清宫赋》中对皇家祭典的文学再现，通过“翠
华拂天”的视觉符号与“箫韶九成”的听觉意象，
暗含“黄帝升天”原型的当代演绎，将宗教仪式转
化为文化认同的象征体系。杜甫在《行次昭陵》
中“谶归龙凤质”的太宗形象塑造，实在圣王意象
的双重投射，为黄帝“垂裳而治”政治理想的盛唐
映照。诗人通过“文物多师古”的细节描写，将帝
王功业与文明传统进行意象叠合，形成“圣君
—先王”的双重镜像。这种历史人物的诗化处
理，构成儒家政治哲学的艺术具象。

安史之乱的血火中，杜甫对黄帝文化的理解
呈现出新的精神向度。当他随流亡队伍踉跄走
过华山峪口，嶙峋山壁上隐约可见的黄帝祭祀遗
迹，与《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形成时空叠印。这
种亲历性的地理接触，使得《黄帝内经》“天人相
应”的哲学观具象化为“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
山”的生存境遇。在羌村隐居时期，他将《黄帝阴
符经》“天地万物之盗”的玄理，转化为“黍地无人
耕，兵戈既未息”的现实观照，完成了上古智慧与
当代苦难的诗性对话。寓居夔州时，诗人在《夔
府书怀》中“禹功留剑阁，舜德启荆门”的咏叹，实
则构建起黄帝时代与唐代的时空对话机制。《忆
昔》组诗中“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丰饶图景，与黄
帝“治五气，艺五种”的农耕功绩形成跨时空呼
应。《雷》诗中“大旱山岳焦”的自然书写，暗含对

“黄帝得土德”五行学说的创造性转化。杜甫将
农业生产提升为文明存续的隐喻，使田亩叙事获
得文化原型的厚重质感。

即使在湘江舟中，晚年的杜甫仍保持着对上
古文明的探求热忱。他在耒阳太守呈上的《鼎
录》抄本里，发现黄帝铸鼎荆山的记载与《史记·
封禅书》存在叙事差异，这种考据兴趣催生了“牵
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的学术自觉。当舟行至
洞庭君山，传说中黄帝奏《咸池》之乐的地点，他
笔下流淌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既是对
地理空间的诗意丈量，更是对文明源头的精神丈
量。这种持续终生的文化追寻，最终在《秋兴八
首》里升华为“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
垂”的史诗境界。

杜甫一生将个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的命运融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山河大
地，正是黄帝“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诗意呈现，并
以个体生命丈量着文明传承的尺度，在漂泊中完
成精神的还乡，其诗史品格，本质上是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学精神的诗性传
承。《望岳》、《春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北征》、“三吏”、“三别”、《秋兴八首》、《登高》等
名作，早已超越诗歌概念，成为承载王朝兴衰、人
性挣扎的史诗性空间，“史诗”的创作范式，恰如
黄河水携带泥沙俱下，既有宏观的历史叙事，又
保留着微观的生命温度，不仅是诗史精神与黄帝
文明的深度共鸣，更是对黄帝文化精神的继承和
弘扬，使杜甫成为黄帝文化精神的深沉歌者。

三、杜甫与黄帝文化精神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长河中，黄帝是公认的中
华人文始祖，是华夏社会秩序的创建者和锻造
者。黄帝文化以其初创性、深刻性、丰富性和包
容性等，贯通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生
活等方方面面，绵延至今，对中华民族的稳固发
展和兴旺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的形成，本
质在于精神的引领。黄帝文化之所以能形成丰
富的范畴、体系和超强生命力特质，必然源于博
大而深刻的黄帝精神的指引与支撑。近年来，黄
帝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文献记载、考古

发掘以及历史传说等入手，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
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黄帝文化进行深度
论证，对黄帝精神加以多重提炼，基本达成共
识。其内涵特质表现为：（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二）厚德载物的仁德
精神，以人为本的求实精神。（三）天下为公的利
民精神，中和大同的太和精神。

作为黄帝文化代表的杜甫就是黄帝精神的
代言人，其文化精神彰显着黄帝精神的主旨。

1.厚德载物、以人为本的仁德精神

厚德载物典出《周易》坤卦象辞：“地势坤，君
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指君子的品德应如大地
般厚实，可以载养万物。黄帝以德治国，设立“九
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有土德之瑞，是万世景
仰的“厚德”楷模。他仁爱百姓，以德化民，赢得
民众拥戴。他“修德振兵”，以宽厚仁和，至海纳
百川。黄帝施政过程中对天地的效法，对国家的
治理，所受到的拥戴，所达到的万邦协和的境界，
正是厚德载物的深刻体现。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义市，在黄河流域长大，
深受黄河流域风土人情和文化的滋养，黄帝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念。
他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始终以黄帝文
化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黄帝主张行仁政，杜甫
则为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大声疾呼：“致君尧舜
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黄帝谴责暴政，杜甫则用诗笔对暴政进行口诛笔
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
咏怀五百字》）；当杜甫得以在朝廷里参政时，他
不避危险面折廷争，“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展示了他可贵的风节。当杜甫远离朝政漂泊江
湖时，也时时、处处以君子的道德标准要求自
己。安史乱起，有多少达官显贵在叛军凶焰所笼
罩的长安屈节或苟活，而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微
职的杜甫却独自冒着“死去凭谁报”（《喜达行在
所》之三）的危险，逃奔风翔，“麻衣见天子”。这
既是他对黄帝文化夷夏之辨的思想实践，也是慎
独的道德修养模式的实施。

杜甫之所以以忧国忧民的形象而载入史册，
更是因为他将黄帝文化精神中“以人为本”的思
想，上升到大爱的境界。杜甫的诗歌关注人民的
生活状况，反映了他们在战乱、灾荒等情况下的

苦难。如《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

《垂老别》《无家别》等“三吏”“三别”，通过对具

体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在展现了人民的悲惨命运

和痛苦挣扎的同时，表现出杜甫对人民的同情和

热爱。杜甫的仁爱，不仅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更

是“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

多杀伤！”对整个人类的关爱之情。不仅是“白鱼

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

心。”（《过津口》）所描述的对一切生命的“恻隐之

心”，更有“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

长，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中所表现出

的对一切动植物的关爱。这种把仁爱之心施及

于天地间万物的精神，乃是我中华民族伟大胸怀

的体现，更是黄帝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可以

说，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使杜甫的诗歌具有穿

越时空的思想力量。杜甫以整个的生命为黄帝
文化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为民族精神的铸造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奋斗精神

黄帝的一生是自强不息奋斗的一生。从“长
而敦敏”的养成，到引领部族崛起，再到修德振兵
以建国，无一不是黄帝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体
现。“自强不息”出自《周易》，意即日月星辰刚强
劲健不停运行，君子处事应效法天地，刚毅坚卓，

发愤图强，与时俱进。乾卦六爻以六条龙寓意人

自强不息的六个阶段，展现了龙的精神。而龙正

是黄帝时代最伟大的精神文化象征。“革故鼎新”

出自《周易》杂卦篇：“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依

据文献和考古成果，黄帝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家政

体的发明者，更是创新第一人。其创新发明涉及

天文、历法、文字、数学、音乐、饮食交通、农耕等

多个领域。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中，把语言、

火、征服动物、农业、社会组织、法律和道德的出

现，视为人类史上第一至第六次飞跃。而在中华

大地上，这六次飞跃皆出现在黄帝时代，充分证

明黄帝精神中革故鼎新的特质。

杜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

忧患意识，使他怀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博大情怀，始终

把群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终身以“致君尧舜

上，再使风俗淳”为人生目标。为了实现人生目

标，杜甫无论早年时的刻苦学习、青年时的十年

漫游，中年时困居长安，晚年流寓西南乃至暮年

漂泊潇湘，杜甫一生都在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

奋斗中。虽然他从未担任过重要的官职，然而，
这并未影响他把天下的安危和人民的哀乐视为
己任，即使在遭遇艰难困苦乃至漂泊江湖时，也
不改初衷。杜甫一生，遭遇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

的大变动，他的忧患意识也就格外深沉。“忧患意
识是诗人们在追求美好人生和理想现实生活的
现实处境中，因各种对抗势力的阻碍而引发的焦
虑、痛苦、愁闷、悲怆、感伤等情绪体验和怀疑、批
判、讽刺、斥责等思想感情与意识活动。”忧患意
识就是那些自强不息、进取精神和担当意识极强
的诗人在黑暗现实面前发出的苍茫悲壮、悲怆沉
痛之音。忧患意识尤以“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
疮”的诗圣杜甫为代表。在唐王朝由盛世巅峰骤
然跌落的时代，杜甫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激情和
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熔铸出沉郁顿挫的诗歌风
格，更是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拓展。我们从杜甫的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穷年忧黎元，叹
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可以看出杜甫的民胞
物与的阔大胸襟、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以及对社
会不公的愤慨和忧患。“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
慈恩寺塔》）、“忧端齐终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
五百字》）、“多忧增内伤”（《入衡州》）、“独立万端
忧”（《独立》），如此多的忧，并不在于自己，而在
于家国！黄帝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在杜甫诗中转
化为深沉的民族责任感，这种精神形态也正是杜
诗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的内在本质。毫无疑问，
这种精神形态具有积极意义，它给后人带来的不
是压抑和绝望，而是自强不息的激昂和希望，“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
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出师未
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些惊天动地的
诗句，使杜诗成为后代志士仁人从中汲取精神力
量的源泉。

杜甫一生坎坷，仕途不顺，但他始终没有放
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他在
困境中坚持不同风格的创作，用诗歌记录时代的
变迁和人民的苦难，展现了他自强不息、坚韧不
拔的奋斗精神。

革故鼎新精神的这一特质在杜甫身上，体现
为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不懈追求和创新创造。《戏
为六绝句》中“别裁伪体亲风雅”的文学主张，与
黄帝“始垂衣裳，天下治”的政治智慧形成精神共
振。杜甫通过诗歌批评建立的价值判断体系，本
质上是以文艺传统为载体的文化认同建构。这
种将审美标准与文明道统相融合的实践，对当代
文化身份重构具有方法论启示。他不仅继承了
前人的诗歌传统，更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大胆
的创新：主题上打破诗歌传统边界，艺术上重构
表现形式，思想上批判继承儒家伦理，精神上实
现苦难超越。具体而言，在诗歌主题的革新上，
他从个人抒情到社会写实，开创“诗史”传统。杜
甫突破盛唐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以《兵车行》

“三吏”“三别”等作品系统记录安史之乱前后的
社会动荡与民间疾苦，将诗歌从个人抒情升华为
时代史诗，被誉为“用诗歌写史的第一人”。在诗
歌的表现上，拓展了诗歌现实批判的深度。在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以“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直击阶级矛盾，成为封建社会批
判的经典范式。这种对权贵腐败的揭露和民生
疾苦的共情，打破了传统诗歌“温柔敦厚”的审美
规范。在艺术手法上，开创了“以行踪为线索，融
个人经历与社会全景于一体”的叙事模式。其五
言长诗（如《北征》）通过时空转换与细节铺陈，被
清代学者赞为“千古绝调”。在语言与意象的重
构上，杜甫摒弃华丽辞藻，大量使用“寒女”“冻死
骨”“失业徒”等底层意象，赋予诗歌强烈的现实
冲击力。在儒家理想的革新实践上，他批判性继
承儒家思想。虽以“致君尧舜上”为理想，但他不
再盲从君权，而是通过《丽人行》等作品批判统治
集团奢靡，主张“仁政应始于减轻赋税”，体现了
对儒家思想的反思与革新。他将个人苦难转化
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群体关怀，实现“小
我”到“大我”的精神跨越，并将传统士大夫的“忠
君”观念拓展为“忧国忧民”的双重责任，推动了
中国文人从“仕宦人格”向“社会良知”的转变。
同时，他创造性地运用“沉郁顿挫”的节奏，如《登
高》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的顿挫感，形成独特的
艺术张力。这种多维度的创新使其诗歌既成为
盛唐转向中唐的文化坐标，也为中国文学注入了
永恒的现实主义生命力。

杜甫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永恒性追求，创
造出“碧海鲸鱼”“乾坤星月”的壮美意境，构建了

“穷年忧黎元”的士人精神图腾，为后世文人树立
了“用生命书写信仰”的典范。其“安得广厦千万
间”的济世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恰似黄
河奔腾不息却又带着泥沙般的厚重深沉。杜甫
文化精神与黄河的雄浑、壮观以及黄河流域历经
沧桑的历史底蕴相呼应，共同展现出黄帝文化精
神的深沉力量。

3.天下为公、中和大同的太和精神。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纵观黄帝之丰功
伟绩，实则是秉持天下为公的精神，统一天下、抚
世建国、缔造民族、肇造文明，最终目的是达到
裔孙昌盛，完成中和大同的社会理想。和睦和
谐、包容大度、求同存异、凝心聚力的中和大同
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有生命力

的关键因子，也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文化密
码。中和大同精神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已经成为
中华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文化符号，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无可
替代的作用。

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是民族精神的特质。
在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内的各
民族，从来不是以血缘来划分的，而是以文化的
差异来划分。从文明起源时代起，中华文明就因
各地域的不同，而形成漫天星斗的文明起源地。
这些文明起源地因文化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地
域与民族的特色，又因文明的共通性，特别是认
同华夏凝聚力与向心力，自古即形成中华民族大
一统的文化共同体。不管内部是合是分，是统一
还是纷争，这个文化共同体只有越来越凝聚，越
来越紧密，越来越具有向心力。这是我们中华文
明五千年连续承接不断，为世界四大古文明所独
有的现象的秘密所在，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殊魅
力。黄帝文化精神的这一特质，在杜甫身上呈现
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共生。

杜甫是坚定的儒者，是黄帝文化的忠实践行
者，但他对儒学之外的各种思想都甚为宽容，他
对道、藏、佛经都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交
往。如果说杜甫早年与李白一起亲赴王屋山寻
访道士华盖君求学长生之道是少年的任性之举，
那么，他对佛教的好感却是一直维持到晚年的。
在诗中，杜甫多次引用佛语，表现出他对佛教的
认同和接受：“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余亦
师粲可，身犹缚禅寂。”“问法看诗忘，观身向酒
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佛教的劝善、博
爱思想与黄帝文化的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的思
想中达到一种互补和融合，特别是在晚年，成为
他重要的思想资源。杜甫读破万卷，他所吸取的
思想营养与语言营养都包括佛、道二藏在内，举
凡精妙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杜甫都
尽量加以运用，在文化融合的维度上，杜甫展现
了黄帝文化海纳百川的胸襟。他既写“香雾云鬟
湿，清辉玉臂寒”的儿女情长，也作“出师未捷身
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慷慨悲歌；既能体悟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自然妙趣，又能发
出“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道义呼
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展现出杜甫对国
家命运的担忧和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就像黄河一
样坚韧，在乱世中延续着文化的脉络。这种精神
气象正是黄帝文化“中和大同”的诗意呈现。也
正是黄帝文化精神赋予杜甫这一最佳品格，对杜
甫成为诗歌中的集大成者乃至走向世界文明互
鉴都具有重要作用。

杜甫对天地万物怀有深挚的仁爱之心，对各
种思想文化都持宽容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
原则的迁就和妥协。孔子论人，重视刚的性格，
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杜
甫的性格中，刚毅是很重要的成分。他一生中遭
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但是从不屈服，从不动摇，
仍然坚定不移地追求他的理想。他在短暂的政
治生涯中，不像当时的衮衮诸公那样唯唯诺诺，
攀龙附凤，而是在关键时节挺身而出。“疾恶怀刚
肠”（《壮游》），对一切丑恶的事物持激烈的批判
态度。在杜诗中，凡是邪恶、黑暗的人或事，都受
到严厉的批判，叛军、贪官、奸臣、盗匪是不用说
了，即使是皇帝后妃，也不能逃脱其如椽之笔的
讨伐。《丽人行》中对杨妃姐妹的讥刺，《同诸公登
慈恩寺塔》等诗对玄宗的揭露，《忆昔》二首中对
肃宗、皇后的嘲讽，都是辛辣尖锐，毫不留情。甚
至在日常生活中，杜甫也始终表现出有棱有角的
性格，对那些庸俗的人和事采取不妥协的决裂态
度。杜甫对那些“翻手作云覆手雨”（《贫交行》）、

“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的卑鄙小人，对
“乡里小儿狐白裘”（《锦树行》）、“攀龙附凤势莫
当”（《洗兵马》）的庸俗之辈都十分厌恶，不愿与
他们同流合污。这种精神气象正是黄帝文化“善
恶分明”“和而不同”的诗意呈现。

“中和大同、和而不同”的黄帝文化精神不仅
充分彰显在杜甫诗文和人生践行中，也凸显出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理念和理论的涵括力，为
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携手共进提供了更高层
次的大一统的空间思维。

杜甫：黄帝文化精神的深沉歌者
程韬光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人文共祖，是“大一统”中华民
族的缔造者。黄帝文化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其独特
个性、独立品格和顽强生命力，使中华文明几千年一脉相承，虽历
经劫难而连绵不断，源远流长而生生不息，是我们民族的血脉和灵
魂，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是中华儿女携手发展
的共同精神家园，蕴含着博大的智慧和无穷的魅力。

杜甫，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誉为“诗圣”，出生和生
长在黄河岸边，沐浴着黄河和黄帝文化，使他的诗歌不仅孕育了丰
富的黄河景观，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他的诗歌不仅是中国
古代文学的瑰宝，更是黄帝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他以沉郁顿挫、

地负海涵的笔触，频现黄帝文化和黄河意象，将个人情感与黄帝

文化精神和黄河景观相融合，展现出对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刻洞察
和对黄帝文化精神的独到见解，成为黄帝文化精神最忠实的记录
者与传承者。在安史之乱掀起的时代狂澜中，杜甫诗歌超越了个
人命运的悲欢，将黄帝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以人为本、以德治国、
民惟邦本”等化为“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国破山河在”的坚韧、

“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理想，并熔铸成一个时代的精神丰碑。
当我们沿着黄河故道追寻黄帝文明的足迹，总能在杜甫沉郁顿

挫的诗行间，听见一个民族精神原乡最深沉的脉动。他的诗笔如黄
河岸边的垂柳，根系深深扎入黄土地的肌理，枝叶却始终向着天空
中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伸展，不仅记载了历史的痕迹，更激发了后
人对黄帝文化精神的深刻思考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历史在时代的发展中变得厚重，更
承载了新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
量。”黄帝及其文化精神，需要我们保护
与传承，更要在继承中开拓，在继承中创
新，将黄帝文化精神融合在时代的宏大
进程中，彼此交融，互为动力。

纵观杜甫关于黄帝文化精神叙事的
冠冕之作，它们在内容和意旨上体现出
一个共性，即在继承中开拓，在继承中创
新，将古老悠久的黄帝文化及其所塑造
的中华民族精神融合在时代的宏大进程
中，为黄帝文化精神注入不竭动力。当
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门槛回望，会发现杜
甫诗中的黄帝文化精神从未远去——那
是对苦难的悲悯，对道义的坚守，对文明
的信仰。

大浪淘沙，黄河亘古不息；唐韵铿
锵，诗作万古流芳。流水带走了泥沙，带
不走的，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脊梁。诗圣
杜甫将黄帝文化写入文字中，将黄帝精
神融入生命中！在全球化浪潮和数字时
代冲击文化认同的今天，重读杜甫的包
含黄帝文化精神的诗篇，不仅能让我们
触摸到民族精神的根脉，更能获得面对
时代变革的勇气与智慧。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
魂！”黄帝永恒，诗圣不朽！


